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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公正与政治信任：民众对政府的合作行为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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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胡锦涛在中共十八大上提出：必须坚持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对社会公正的认知直接决定着民众的政

治信任, 进而影响民众对政府的合作。近年来频发的群体性事件即是非合作行为的典型表征。然而, 国内外研

究中至今没有直接探讨社会公正与政治信任影响合作行为的实证支持, 更无法进一步揭示其作用于合作行为

的过程和条件。鉴于此, 本研究将社会公正分为分配公正和程序公正, 将政治信任分为工具信任和情感信任, 

采用实验室研究、现场研究和问卷调查研究相结合的方法, 探讨社会公正对合作行为的过程机制, 建立其通过

工具信任和情感信任作用于合作行为的双路径模型; 并进一步分析结果依赖性对这一路径模型的调节作用。

本研究有望提出社会公正与政治信任影响合作行为的双路径模型及其调节变量, 一方面在理论上深化和拓展

本领域的研究, 另一方面实践中通过提升公正感、强化过程变量(政治信任)、干预调节变量(结果依赖性)等策

略促进合作行为。 

关键词  社会公正; 工具信任; 情感信任; 结果依赖性; 合作行为 

分类号  B849:C91 

1  问题提出  

近年来, 社会公正问题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
高度。胡锦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

会上的报告(以下简称《报告》)中强调：必须坚持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如何维护？《报告》里进一

步阐述：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

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 努力营造
公平的社会环境, 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
权利(胡锦涛, 2012)。李克强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六十四周年招待会上的讲话亦指出：“社会
公正是发展的活力之源。我们要建设廉洁政府、

法治政府, 推进教育公平、就业公平、创业公平, 
使各类市场主体都能在公平、透明、可预期的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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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中竞争发展, 让全体社会成员都能在公平的机
会、公平的规则面前, 通过自身努力获得应有的
成功。”胡锦涛与李克强所说的权利公平与机会公
平 , 正是分配公正 (distributive justice) (Deutsch, 
1975)的主要内容 ; 而规则公平则是程序公正
(procedural justice) (Thibaut & Walker, 1975)的应
有之义。二者构成了社会公正(social justice)的核
心。只有社会公正存在, 才能保证教育公平、就
业公平、创业公平的充分实现。 

事实上, 社会公正从古至今都是人类追求的
崇高社会理想。《论语》云：“有国有家者, 不患
寡而患不均, 不患贫而患不安。”我国的改革已进
入深水区。在取得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 社会发
展却相对滞后, 社会不平等、贫富分化、城乡差
距拉大等社会问题渐趋严重 (Gustafsson, Li, & 
Sicular, 2008; Whyte, 2010)。这些问题对中国的社
会转型构成挑战, 进而引起对“效率与公平”问题
的反思(孟天广, 2012)。转型社会中, 对社会公正
的认知直接决定着公众对经济和政治合法性的认

可 (Wegener, 2000), 这构成了政治信任 (polit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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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ust)的主要来源(Levi & Stoker, 2000; Jost & Kay, 
2010)。当下频发的群体性事件, 即是政府公共管
理失误和公众政治信任下降的恶果 (王二平 , 
2009); 进而导致民众各种不合作(如不响应政府
的号召)乃至对抗政府的行为(如群体性事件)。这
其中的关键问题就是, 要理解民众与政府合作的
动机(Rankin & Tyler, 2009)。合作(cooperation)指
通过自身行动帮助群体或组织变得有效和成功

(Tyler, 2011a), 包括克制私利(self interest)服从规
则和实施有益于群体的行为, 如交税乃至入伍参
战(Tyler, 2008)。在此, 本研究将合作进行以下工
作定义：合作是指个体对政府实施的一种帮助行

为, 旨在实现群体的利益及目标。本研究从社会
公正的视角出发, 探讨民众的社会公正感对合作
行为的路径模型及其如何受到内外部因素的中介

和调节作用。在本研究的基础上, 有望更加准确
地预测民众对政府的合作行为, 并通过提升公正
感、强化过程变量(政治信任)、干预调节变量(结
果依赖性)等策略为增加合作行为提供理论依据
和指导方案。 

2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评述 

2.1  社会公正与合作行为 
社会公正是组织公正 (organizational justice)

外延的扩展, 可分为分配公正和程序公正。分配
公正侧重于结果, 指影响个体福祉的条件和物品
分配的公正性 (Deutsch, 1985), 如结果公正
(outcome justice)和机会公正(opportunity justice)。
程序公正侧重于过程, 指用于决定结果的方法、
机制、过程的公正性(Folger & Cropanzano, 1998), 
如信息公正 (informational justice)和人际公正
(interpersonal justice)。关于分配公正和程序公正, 
组织领域已有大量的研究 (Colquitt, Conlon, 
Wesson, Porter, & Ng, 2001; Oreg & van Dam, 
2009)。一个稳定(robust)的结论是公正感能促进个
体的有效合作 , 从而实现较高质量的社会协调
(Tyler, 2012)。近年来的研究焦点开始由组织管理
领域向公共管理和社会领域转变。这其中, 程序
公正与合作行为的关系尤受瞩目：Sunshine 和
Tyler (2003)发现, 程序公正而非分配公正直接影
响民众对警察的支持; Murphy和 Tyler (2008)的研
究则进一步揭示, 程序公正的感知受到快乐或愤
怒的情绪中介 , 随后影响人们的顺从行为

(compliance behavior); 除了情绪, 群体认同也成
为程序公正与规则遵守(rule-following)的中介变
量(Tyler, 2009); 当公共政策对民众不利时, 程序
公正对民众的公共政策支持行为影响更大(Wu & 
Wang, 2013); 程序公正与合作行为的正相关已在
民众对法律实施的配合行为 (cooperate with law 
enforcement)中得到了跨情境的验证(Huq, Tyler, 
& Schulhofer, 2011); 即使对于精神病患者而言, 
更强的程序公正感, 亦能带来更多的合作与更少
的反抗(Watson & Angell, 2013)。而对于分配公正
与合作行为的关系, 虽然提出较早, 但始终未引
起公共管理学界足够的注意。 

国外学者的研究更加重视程序公正, 一方面
有其文化传统的深层次原因; 另一方面, 是基于
“只有保证分配过程的公平性 , 才能有分配结果
的公平性”这一西方社会的普遍共识之上。而我国
的现实情况是, 分配公正在过去乃至未来相当长
的历史时期内, 仍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孙明, 2009; 
李骏, 吴晓刚, 2012)。换言之, 程序公正在我国的
作用, 似乎并没有在西方文化下那么显著。因而
在公共管理领域内探讨分配公正及其影响, 对于
研究中国面临的社会公正问题, 具有特殊价值。

婍张 (2010)的研究发现 , 灾难情境下 , 分配公正
感对合作行为的作用更强; 非灾难情境下, 程序
公正感的作用更强。不过研究中仅对分配公正感

和程序公正感进行了测量, 缺乏操纵。另一项来
自荷兰小企业主的问卷调查显示 , 在个人规范
(personal norms)较低的人群中, 分配公正与交税
态度和行为之间存在正向关系 (Verboon & 
Goslinga, 2009)。目前尚缺乏分配公正与程序公正
影响民众对政府合作行为的实验室研究。因此也无

法对社会公正与合作行为间的因果关系加以确认。 
2.2  政治信任与合作行为 

政治信任指民众对于政府 (government)或政
治制度(institutions)所抱有的信心, 相信他们会制
定符合民众利益的政策并提供符合他们预期的政

策结果(Levi & Stoker, 2000)。作为权威信任(trust 
in authority)的一种, 政治信任是衡量民众与政府
之间关系的重要指标。实践中, 它既体现着政府
执政的合法性或正当性; 同时又是政府政策有效
性的基础。 

政治信任的相关研究主要遵循两个理论视

角：制度视角(institutional perspective)和文化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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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ltural perspective) (Mishler & Rose, 2001; 熊美
娟, 2010)。制度视角将政治信任看成是政治制度
(政府 )运行的后果。其中最核心的是政府绩效
(performance), 高水平的绩效导致公民对于政府
信任程度的提高(Wong, Wan, & Hsiao, 2011)。文
化视角强调政治社会化(political socialization)过
程对于政治信任的影响, 也包括了传统政治文化
的影响(Shi, 2001)。简言之, 制度视角是一种结果
导向(outcome-orientation); 文化视角是一种过程
导向(process-orientation)。根据信任对象的不同 , 
政治信任可划分为不同的类型：对中央政府和地

方政府的信任, 对抽象的政治体制的信任, 对具
体的立法机关、司法机关、军队或某一政治领导

人的信任等( 婍张 , 王二平, 2010)。虽然政治信任
的维度划分有不同的结果, 借鉴 McAllister (1995)
对人际信任的分类, 最终可将这些维度归为认知
和情感两类。认知信任(cognition-based trust)涉及
绩效相关的认知, 包括能力、责任、可靠性和可
依赖性等; 情感信任(affect-based trust)涉及个体
间的情感联系, 表达的是对个体福祉的真正关心
和照顾, 并由此建立起的信任。研究表明, 对主管
或领导的认知信任和情感信任正向影响员工对组

织的合作—— 组织公民行为和贡献团队绩效(韦
惠民, 尤丽荣, 2009; Schaubroeck, Lam, & Peng, 
2011)。当然, 认知信任和情感信任也存在着中等
程度的相关 , 认知信任为情感信任奠定了基础
(McAllister, 1995; Schaubroeck et al., 2011)。为了
与人际信任的研究相区别, 这里将政治信任的两
种类型界定为工具信任(instrumental trust)和情感
信任(affective trust)。前者基于对政府能力与可靠
性的评价, 主要取决于政府的绩效, 是结果导向
的; 后者基于民众与政府的社会互动, 反映的是
民众对政府的情感联系 , 更多体现的是过程导
向。这一分类已被研究者用于分析国际关系中联

盟信任的类型(尹继武, 2008)。 
政治信任与合作行为的研究显示出二者较稳

定的正相关：Chanley, Rudolph和 Rahh (2000)的
调查显示, 民众对公共政策的支持度受政治信任
水平的影响。政治信任水平越高, 民众对牺牲自
身 物 质 利 益 的 公 益 政 策 的 支 持 度 就 越 高

(Hetherington, 2005; Rudolph & Evans, 2005)。高
政治信任的民众对政府的相关要求会更积极的遵

守和参与 , 如缴税、投票和自觉遵纪守法

(Hetherington, 1999; Scholz & Lubell, 1998; Tyler, 
2011b)。尽管大量研究比较一致地揭示出政治信
任对合作行为的正效应, 但已有研究并未将政治
信任区分为工具信任和情感信任来探讨, 因此无
法辨别两种信任在促进合作行为上的差异。事实

上, 一项人际信任领域中有关认知信任与情感信
任对于社会困境(social dilemma)下中国人合作行
为影响的研究已得出了有意思的结论：增强认知

信任的结果是因为搭便车而减少合作, 而只有增
强情感信任才能促进合作(Ng & Chua, 2006)。可
以预期, 工具信任与情感信任对于民众合作行为
的影响, 即使不出现方向上的正负对立, 至少也
会在强度的表现上有所不同。 
2.3  社会公正与政治信任的关系及结果依赖性

的调节作用  
作为合作行为的两个重要的前因变量, 公正

感和权威信任的关系一直是研究者关注的热点

(Greenberg & Colquitt, 2005; 婍张 , 王二平 , 
2010)。源自公正感启发式理论(fairness heuristic 
theory) (Lind, 2001)的研究表明, (程序)公正感会
影响权威者的信任水平, 即权威信任是程序公正
的结果变量(Aryee, Budhwar, & Chen, 2002; De 
Cremer, 2004)。程序公正既可通过权威信任的调
节作用影响人们的合作意愿(De Cremer & Tyler, 
2007); 也可以通过权威信任的中介作用影响追随
者的自尊水平 (Langendijk, van Dijke, & De 
Cremer, 2009)。已有研究中权威信任的对象主要
是权威者个体(如领导), 且较少涉及分配公正与
权威信任的关系。而政治信任作为国家组织情境

下的权威信任(Citrin & Muste, 1999), 属于非个人
化的机构信任。社会公正对其的作用及二者对合

作行为的影响机制尚缺乏实证支持。根据前述 , 
分配公正与工具信任均为结果导向, 程序公正与
情感信任均为过程导向。由此, 本研究提出民众
对政府合作行为的双路径模型：分配公正侧重于

通过工具信任来作用于合作行为; 程序公正侧重
于通过情感信任来作用于合作行为。前一路径属

于合作行为的外部动机; 后一路径属于合作行为
的内部动机。本研究正是在这一模型的框架下 , 
为社会公正通过政治信任影响合作行为的过程机

制提供实证支持。 
新近研究发现, 在社会公正与政治信任的关

系中, 存在着另外一个独立的影响变量—结果依



第 4期 张书维等: 社会公正与政治信任：民众对政府的合作行为机制 591 

 

 

赖性 (outcome dependence) (Clark & Wegener, 
2008)。政治信任的提升不仅取决于程序公正和有
利的结果 , 还受制于民众对结果的依赖(van der 
Toorn, Tyler, & Jost, 2011)。所谓结果依赖性指对
某一权威的依赖, 该权威控制着个体想要的社会
或物质资源(van der Toorn et al., 2011), 包括个体
的精神和身体健康 , 安全以及经济福利等 (Fiske 
& Berdahl, 2007)。可见, 结果依赖性的本质仍是
一种权力关系。那么, 在结果依赖性的不同水平
下, 分配公正和程序公正对政治信任的作用机制
是否不同？目前尚无这方面的研究。一个日常的

经验是, 倘若结果依赖性较高, 人们会更期待公
正。如当油价上调时, 有车族(结果依赖性高)比无
车族(结果依赖性低)更希望无论从结果上还是程
序上, 政府的调价行为都能够体现公正。因此, 探
讨结果依赖性对于社会公正与政治信任的调节作

用及其对合作行为的影响, 在中国背景下, 具有
理论和实际的双重意义。 
2.4  研究问题 

社会公正与政治信任是影响民众对政府合作

行为的重要因素。尽管这一观点已获得普遍认可, 
但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程序公正与合作行为, 还
没有全面探讨社会公正与政治信任影响合作行为

的实证支持, 更无法进一步揭示其作用于合作行
为的过程和条件。鉴于目前国内外研究现状, 本
研究提出如下科学问题：  

社会公正(分配公正与程序公正)是否通过工
具信任和情感信任双路径模型的中介作用影响合

作行为？  
结果依赖性是否会调节社会公正作用于合

作行为的双路径模型？其调节效应的作用机制

如何？ 

3  研究构想 

本研究力图揭示社会公正与政治信任影响合

作行为的路径模型, 并探明结果依赖性对这一路
径模型的调节作用。根据本文的研究建构, 我们
设计了概念模型, 如图 1 所示。路径上的圆圈表
示需要关注中介变量的调节效应分析。相对应于

上述两个研究问题, 研究内容可分解为如下两个
子研究, 每个研究只解决概念模型中部分变量之
间的关系。 
3.1  研究一：社会公正与政治信任影响合作行为

的双路径模型 
研究一探讨民众的社会公正感影响合作行为

的作用机制, 建立分配公正和程序公正基于工具
信任和情感信任作用于合作行为的双路径模型。

提出如下 6个(组)假设： 
H1：工具信任部分中介社会公正与合作行为

的关系;   
H1a：工具信任部分中介分配公正与合作行为

的关系;   
 

 
 

图 1  本研究概念模型即变量间关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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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1b：工具信任部分中介程序公正与合作行
为的关系;   

H2：情感信任部分中介社会公正与合作行为
的关系;   

H2a：情感信任部分中介分配公正与合作行为
的关系;   

H2b：情感信任部分中介程序公正与合作行
为的关系;   

H3：分配公正通过工具信任影响合作行为的
中介作用强于其通过情感信任影响合作行为的中

介作用;   
H4：程序公正通过情感信任影响合作行为的

中介作用强于其通过工具信任影响合作行为的中

介作用;  
H5：工具信任对情感信任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  
H6: 情感信任对合作行为的影响大于工具信

任对合作行为的影响。 
3.2  研究二：社会公正与政治信任到合作行为的

双路径模型——结果依赖性的调节作用 
研究二探讨作为调节变量, 结果依赖性如何

调节民众的社会公正感与政治信任到合作行为的

作用路径。考察在结果依赖性高和低的不同条件

下, 分配公正和程序公正到合作行为的路径模型
有何差异, 以及在该调节效应中工具信任和情感
信任的中介作用。提出如下 3个(组)假设：  

H7：结果依赖性是社会公正影响合作行为的
调节变量;   

H7a：结果依赖性是分配公正影响合作行为的
调节变量。具体而言, 相对于结果依赖性低的情
况, 结果依赖性高时分配公正与合作行为的正向
关系更密切;   

H7b：结果依赖性是程序公正影响合作行为
的调节变量。具体而言, 相对于结果依赖性低的
情况, 结果依赖性高时程序公正与合作行为的正
向关系更密切;   

H8：结果依赖性的调节效应通过工具信任的
部分中介作用实现;  

H8a：分配公正和结果依赖性的交互作用首先
影响工具信任, 进而对合作行为产生影响, 表现
为相对于结果依赖性低的情况, 结果依赖性高时
分配公正和工具信任的正向关系更密切;   

H8b：程序公正和结果依赖性的交互作用首
先影响工具信任, 进而对合作行为产生影响, 表

现为相对于结果依赖性低的情况, 结果依赖性高
时程序公正与工具信任的正向关系更密切;   

H9：结果依赖性的调节效应通过情感信任的
部分中介作用实现;    

H9a：分配公正和结果依赖性的交互作用首先
影响情感信任, 进而对合作行为产生影响, 表现
为相对于结果依赖性低的情况, 结果依赖性高时
分配公正与情感信任的正向关系更密切;   

H9b：程序公正和结果依赖性的交互作用首
先影响情感信任, 进而对合作行为产生影响, 表
现为相对于结果依赖性低的情况, 结果依赖性高
时程序公正与情感信任的正向关系更密切。 

上述两个研究探讨的科学问题逐渐深入：先

考察未区分不同条件时社会公正与政治信任影响

合作行为的双路径模型, 再关注不同结果依赖性
条件下该模型是否表现出不同的作用模式。这些

研究是将民众的社会公正感影响合作行为的作用

条件逐步细致化和复杂化, 两个研究之间并不存
在包含关系, 后一个研究的实施也不依赖于前一
个研究的结果。 
3.3  研究方法 

本研究将综合应用实验室研究 (laboratory 
experiment)、现场研究(field experiment)和问卷调
查研究(questionnaire survey)的方法, 全面探讨民
众的社会公正感影响合作行为的作用过程。研究

一拟采用实验室研究和现场研究, 对社会公正的
类型进行操纵, 然后测量被试的工具信任和情感
信任, 再收集他们所采取的合作行为, 以此建立
民众的社会公正感作用于合作行为的双路径模

型。研究二在研究一的基础上, 同时操纵社会公
正的类型与结果依赖性, 通过实验室研究和现场
研究考察结果依赖性如何调节民众的社会公正感

影响合作行为的路径模型。用同样的方法进行政

治信任的测量与合作行为的收集。研究结果应用

中介变量的调节效应分析方法进行统计分析(叶
宝娟, 温忠麟, 2013; 张书维 , 2013; 张书维, 王
二平, 周洁, 2012)。这种分析方法综合了中介变量
和调节变量的分析思路(Baron & Kenny, 1986), 
也是通过一系列层次回归, 比较多个回归方程的
回归系数和方差解释量的变化, 不同之处在于对
交互作用(即自变量和调节变量的乘积项)的分析
更加深入和复杂。最后进行问卷调查研究, 选择
一定区域的城乡居民进行抽样调查, 收集被试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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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公正的感知及其结果依赖性的程度; 然后测
量被试的工具信任、情感信任以及采取合作行为

的意向。研究结果同样应用中介变量的调节效应

分析方法进行统计分析, 通过问卷调查来检验实
验室研究和现场研究的生态效度。 

4  预期结果与研究意义 

本研究通过实验室研究的变量操纵, 可以看
到由社会公正与结果依赖性变化引起的路径模型

差异, 为调节变量影响路径模型提供更加有力的
因果关系证据。同时实验室研究中采用的变量操

纵范式均可以迁移到现场研究中, 以克服实验研
究中(大学生)样本的局限性。再加上最后的问卷调
查, 三种方法相互补充, 预期可以探明社会公正
(分配公正和程序公正)经由政治信任(工具信任和
情感信任)影响合作行为的过程机制, 并能够辨别
出结果依赖性高和低的不同条件下, 分配公正和
程序公正到合作行为的路径差异, 以及在该调节
效应中工具信任和情感信任的中介作用。最终建

立包含调节变量及其作用机制在内的完整路径模

型。基于这一模型, 可总结出民众的社会公正感
和政治信任影响合作行为的过程和条件, 有针对
性地制定控制过程变量、干预调节变量的措施 , 
并通过改变民众的分配公正感和程序公正感提升

其对社会公正的感知, 增强其政治信任, 进而促
进民众对政府的合作行为, 为政府部门进行公共
管理提供政策建议。  

本研究尝试在以下两个方面做出理论贡献。

首先, 探讨了合作行为领域中新的研究问题。先
前研究从未涉及民众的社会公正感影响其对政府

合作行为的过程和条件。本研究最大的创新之处

在于建构社会公正与政治信任影响合作行为的作

用路径模型, 并从调节变量角度分析该模型在不
同条件下的不同作用模式。这些结果无论在深度

上还是在广度上都是对已有研究领域的发展, 并
将给公共管理实践部门准确预测和有效促进民众

对政府的合作行为提供理论指导。其次, 研究方
法和技术路线上有所创新。本项目采用实验室实

验、现场研究和问卷调查相结合的方法考察社会

公正与政治信任影响合作行为的双路径模型及其

调节变量, 并引入中介变量的调节效应分析, 不
但回答了调节变量的作用模式, 还揭示了调节变
量的作用机制。但由于该方法理论较为复杂, 目

前尚未得到广泛应用。本研究采用这种方法, 不
但可以更加全面地揭示民众的社会公正感影响合

作行为的过程和条件, 还可以为推广这种统计分
析方法提供样例和实证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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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eople’s perception of social justice affects their political trust, which influences their 
cooperation with government. Mass incidents, which refer to the conflicts between certain civilians and 
local administration, are typical non-cooperative behavior in China. However, for the lack of empirical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operation and social justice or political trust, there is no investigation 
on the process and condition on mechanism of cooperation. In this research, social justice is divided into 
distributive justice and procedural justice, and political trust is divided into instrumental trust and affective 
trust. This study will focus on social psychological mechanism of social justice and cooperation with the 
methods of laboratory experiment, field experiment and questionnaire survey, and it aims to construct the 
dual-pathway model of cooperation by instrumental trust and affective trust. Furthermore, this study will 
also explore the moderating roles of outcome dependence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justice and 
cooperation. An important theoretical implication of this study is that it will construct the dual-pathway 
model of cooperation and its moderate mechanism. Regarding practical implications, this research will 
examine the social psychological mechanism underlying cooperation with government in China by 
examining motivation, thus informing administrators and policy makers on how to promote intergroup 
cooperation in response to public administration. 
Key words: social justice; instrumental trust; affective trust; outcome dependence; cooperation 


